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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初文言译本的语言研究价值

———以林纾的文言翻译文本为例

刁晏斌，刘兴忠
（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北京１００８７５）

　　［摘要］　林纾的文言翻译作品在清末民初的文言译本中堪称典范，林译语言最主要的特点
是崇古而又趋今，具有一定的杂糅性，“异质文言”与“欧化文言”的特质明显。对林译语言面貌及
特点的归纳总结可以有助于我们借斑窥豹，促进此期整个文言译本认知体系的建构；抓住其过渡
性特征，可以寻找、明确它与现代汉语的关联及一致之处，及其对后者形成与发展的影响。以林
译为代表的清末民初文言译本语言研究具有重大的汉语史方面的意义和价值：着眼于文言史，作
为其发展过程中一个重要节点上的代表性语言形式，反映了传统文言最新的发展变化状态及样
貌，是完整汉语文言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着眼于现代汉语，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起到十分重要
的作用，是由典型文言到现代白话的重要通道或桥梁，同时也是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特别是书面
语）重要的直接来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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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Ｈ０５９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２－０２０９（２０１８）０５－０１０４－０９

　　一般认为，中国“五四”以前的翻译史上出现过
三次高潮，分别是东汉至宋代的佛经翻译、明末清
初的科技翻译，清末民初的外籍（主要为西学著述）
汉译；三者之中，清末民初的翻译活动又具有更为
深远的历史意义。就社会历史背景而言，清朝末年
至民国初年处于“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因而成为中
国历史上非常特殊的一段：随着清王朝及其臣民
“天朝上国”自我幻像的逐渐破灭，以及西方政治经
济文化等的冲击与影响，旧有观念逐步失势、蜕变，
新概念开始萌生、发展，所以此时的社会文化以及
思想意识等开始走向多样甚至驳杂。就作为思想
文化载体的语言来说，成为近代中国语文发展转向
重要契机的语言接触、语际对话，以及译文之大量
传播、新词之大批涌入，也正是发生在这一时期①。

在此期的翻译活动中，就其对象而言，与前两
次相比，也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其中的重要一点就

是在宗教典籍、学术文献之外，时人还翻译了大量
的文学作品。另外，就翻译语言的选择来看，也有
独特性，重要表现之一就是经历了一个“文言→浅
近文言→白话”的发展变化过程。

清末民初的宗教典籍翻译，以《圣经》的成就最
大，影响也最为深广；学术翻译方面，以墨海书馆、
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广学会等机构的成果最多，翻
译重心也呈现出由宗教到自然科学再到社会科学
著述的发展趋势。随着西学的传播和西方文化影
响的不断深入，中国近代文学发生了一系列显著的
变化，尤以清末至民初的新文学革命影响最巨；由
此引发的“五四”白话文运动更是终结了传统文言
的书面语正统地位，白话成为文学翻译和创作语言
的主流，这一点在现代汉语的最终形成和巩固过程
中居功至伟。

然而，回望历史，“五四”白话文运动倡导者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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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传统文言旗帜鲜明的批判和否定态度显然是把
它整体推到了白话文的对立面，未能在文言内部再
作甄别，从而抹煞了某一部分文言文本基于特殊语
境的自身改造而作出的历史努力；此外，“五四”白
话文运动巨大成就的光环似乎也进一步暗淡了某
些有别于传统古文的文言译著在现代汉语形成过
程中的特殊贡献。

就清末民初的文言书面语系统而言，按传统观
点大致可以分为两派：其一为“尊奉程、朱道统，并
以承袭秦汉以至唐宋八家文统相标榜”的桐城派古
文①；其二为以梁启超报刊政论为代表的、突破了
桐城派古文所谓“义法”束缚的晚清“新文体”。至
于以上两派之外的文言书面语样态，例如以林译小
说为代表的曾经风靡一时而致“洛阳纸贵”的文言
翻译文本，迄今为止，学界（尤其是语言学界）并未
给予应有的关注，实为憾事。从已有的相关研究来
看，其考察视角主要局限在近代文学翻译领域，大
多围绕此期文言翻译的主流地位及其成因、具体译
介过程中归化异化的翻译策略及其影响等方面展
开，偶而涉及基于翻译理论的译入文本语言特征分
析问题，也并非严格意义上的语言学范畴的考察与
阐释。此外，对于此期文学语言的变迁以及大量的
文言翻译文本对于这一变迁所起到的推动作用，已
有的相关研究往往是从文学史的角度进行分析，至
于语言学尤其是语言史（汉语史）视角的相关研究
则付之阙如。我们认为，考虑到清末民初这一时段
在中国近代史上的特殊地位，以及此期语言在汉语
发展史上尚未被人们充分认识的重要性，后者理应
成为当今汉语史研究领域亟待加强的重要一环。

谈到清末民初的文言翻译文本，当然首推林译
小说的影响最大，所以对它的研究自然就有更大的

意义和价值。
林纾（字琴南，号畏庐、冷红生）是清末民初著

名翻译家及古文家，也是我国以古文翻译外国小说
的第一人。“林译小说”是学界对林氏所译外国小
说的通称，总计１８４种（含几种非小说）②。长期以
来，对于林译小说语言方面的介绍与评论多集中在
文学界和翻译学界，尤以后者为最多，时间也基本
涵盖了林氏生前及身后直到今天。早期的如钱玄
同、刘半农，以及傅斯年等在“五四”前后对林氏译
文的批判；稍后有胡适、寒光等对林译价值的“平
反”，以及钱钟书等对林译文本较为深入的分析③。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随着学界对林译认识的转变
以及相关资料的逐渐丰富，新的研究成果陆续问
世，其中包括一些学术专著和博士学位论文④。但
是，综而观之，已有评论和研究或是基于文白之争
的是非论辩，或是基于翻译作品内容的学术评论，
或是基于翻译过程及其相关理论的文本解读，尚未
见到在汉语史特别是文言史的背景下，以林氏译文
语言形式本身为对象的“纯语言”的静态考察与动
态分析，因此，这是一个有待填补的空白。本文试
图在这方面做一初步尝试，主要从研究的意义和价
值入手，希望能借此引起学界的注意和重视，从而
使相关研究尽快开展起来。

一、林译语言自身的意义与价值

对林译小说所用语言形式进行研究，意义和价
值首先来自其本身，即对这种独具特色的翻译语言
样态的全面掌握，以及借一斑而窥全豹，由此了解
和认识一般文言翻译语言及“欧化文言”等的整体
形式与特点。

如前所述，以往的林氏译著研究大多围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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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翻译过程及其方法、文本内容、林氏译文对当
时以及后世的影响等方面展开，少数研究在文学
的范围内初步涉及林译语言的文体风格问题，而
未见有语言学方面的具体研究。通过初步考察，
我们发现：林译在词汇、语法及表达方式等方面
与先秦的正宗文言、唐宋的仿古文言以及成文时
间相距不远的清代桐城派古文等，都存在着或远
或近的距离，即便是与创作及流行时间更晚的章
士钊的“逻辑文”相比，其“文”的程度总体而言也
是不够的。

钱钟书在论及林纾翻译所用的“古文”时，对它
与传统“文言”的关系进行了论述，指出：“古文”是
中国文学史上的术语，并非一切文言都算“古文”；
具体而言，“古文”有两方面的内容，其一为“开场”、
“伏脉”、“接笋”、“结穴”以及“开阖”等林氏所谓之
“义法”，即叙述、描写的技巧；其二为语言形式。就
前者而言，或如林氏所说，外国小说“处处均得古文
义法”；就后者而言，“古文”不但排斥白话，并且“勾
销了大部分的文言”，因为“古文中忌语录中语、魏
晋六朝人藻丽俳语、汉赋中板重字法、诗歌中隽语、
南北史佻巧语”，甚至连“注疏”、“尺牍”、“诗话”等
语言也在所禁之列①。书中的结论是，林译的文体
实在不能称为严格的古文。此外，有时即使是林氏
自立的“文规”，也往往会自己打破，以迁就翻译的
需要。钱钟书认为，林纾对“古文”的清规戒律虽了
然于心，但在翻译方面却并无明显的约束力，林氏
翻译所用的文体是他认为“较通俗、较随便、富于弹
性”的文言。林译的所有这些表现，毫无疑问主要
来自外文原著源语言的影响，换句话说，在相当程
度上正是拜“欧化”所赐，而由此，也使之成为比较
典型的“欧化文言”②。因此，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可
以把林译当作欧化文言的一个样本来进行深入剖
析，由此来完成对到目前为止人们还非常陌生的语
言样式认识的“原始积累”，而这正是林译语言本体
研究意义与价值的一个重要方面。

除传统文言与欧化文言之外，还有“正统文言”
与“通俗文言”之分，这是吕叔湘所作的划分。前者

指“拿周秦文做理想”，且“在表面上也做得很像”的
文言；后者则是“虽然沿用文言的架子，却应合当前
的需要，容纳许多口语的成分”③。两相比较，林译
语言应该属于后者。我们认为，无论对于文言研
究还是文言史研究，“通俗文言”都是一个非常重
要的概念，同时也是非常重要的研究内容。限于
篇幅及其侧重点，吕叔湘对通俗文言并未作进一
步的描述与分析，仅指出“随笔和书札里面有很
多例子，公文、契约等等应用文字更是如此”。除
此之外，我们也没有再看到其他人更多的进一步
论述。

我们的认识是：吕叔湘提出了通俗文言的概
念，并且划定了一个大致的范围，但并未包括和涵
盖像林译这样的文言翻译文本，这可能是它的不够
完备之处，而这方面研究内容的加入，应该可以使
通俗文言的概念和内涵更加丰满充实。因此，通过
对林译语言的研究，也大致可以从一个重要方面建
立起通俗文言的初步知识体系，而这是林译语言本
体研究意义与价值的另一个重要方面。

谈到林译语言本体研究的意义与价值，还有一
个方面应该引起注意与重视，即对现代汉语形成与
发展的影响。在白话文运动开始之初以及此后的
很长时间里，人们一直在思考、讨论甚至争论一个
问题，这就是新的白话文从哪里来，究竟应该是什
么样子的。许多人给出了自己的意见和建议，虽然
相互之间多有歧异，但是有两点几乎是所有人都提
及的：一是文言，二是欧化。比如，周作人在给俞平
伯《燕知草》所写的跋中就说：“以口语为基本，再加
上欧化语，古文，方言等分子，杂糅调和，适宜地或
吝啬地安排起来，有知识与趣味的两重的统制，才
可以造出有雅致的俗语文来。”④

特别是后者，在当时的风潮下，得到更多人的
重视，比如傅斯年就主张：“自己做文章时，径自用
我们读西文所得，翻译所得的手段，心里不要忘欧
化文学的主义。务必使我们做出的文章，和西文近
似，有西文的趣味”。“万不要因一时的失败，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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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失败，丢了我们这欧化文学主义。总要想方设
法，融化西文词调为我所用”①。

如前所述，林译属于欧化文言，而所谓欧化文
言，正是“欧化＋文言”。也就是说，林译几乎可以
同时满足人们上述两个方面的需求，加之其在当时
的流行程度和影响，所以我们认为它有可能为当时
的白话文建构提供一个有益的借鉴，甚至在一定程
度上提供一个“模板”。

以下是钱钟书对林译语言的描述，比较后来的
白话文或早期以至于当下的现代汉语，或许可以为
我们提供一个比较直观的例证：

林纾译书所用文体是他心目中认为较通
俗、较随便、富于弹性的文言。它虽然保留若
干“古文”成分，但比“古文”自由得多，在词汇
和句法上，规矩不严密，收容量很宽大。因此，
“古文”里绝不容许的文言“隽语”、“佻巧语”象
“梁上君子”、“五朵云”、“土馒头”、“夜度娘”等
形形色色地出现了。口语象“小宝贝”、“爸
爸”、“天杀之伯林伯”等也经常掺进去了。流
行的外来新名词———林纾自己所谓“一见之字
里行间便觉不韵”的“东人新名词”———象“普
通”、“程度”、“热度”、“幸福”、“社会”、“个人”、
“团体”、“脑筋”、“脑球”、“脑气”、“反动之力”、
“梦境甜蜜”、“活泼之精神”等应有尽有了。还
沾染当时的译音习气，“马丹”、“密司脱”、“安
琪儿”、“苦力”、“俱乐部”之类不用说，甚至毫
不必要地来一个“列底（尊闺门之称也）”，或者
“此所谓‘德武忙’耳（犹华言为朋友尽力也）”。
意想不到的是，译文里包含很大的“欧化”成
分。好些字法、句法简直不象不懂外文的古文
家的“笔达”，却象懂外文而不甚通中文的人的
硬译。②

以上观点虽未经过严密论证，但也绝非空穴来
风，因为林译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比如，１８９９年
出版的《巴黎茶花女遗事》为林纾翻译的第一部外
国小说，此书一经刊行便被誉为“外国的红楼梦”，
并引起轰动，以致于时人严复发出“可怜一卷茶花

女，断尽支那荡子肠”的感慨③。客观来说，林纾初
涉翻译便好评如潮的决定因素，除却原著构思之
力，其流畅而又不失古雅的文本特征也至关重要。
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一文中评价林译时
说：“古文不曾做过长篇的小说，林纾居然用古文译
了一百多种长篇小说，还使许多学他的人也用古文
译了许多长篇小说；古文里很少滑稽的风味，林纾
居然用古文译了欧文与迭更司的作品；古文不长于
写情，林纾居然用古文译了《茶花女》与《迦茵小传》
等书；古文的应用，自司马迁以来，从没有这种大的
成绩。”④

除了胡适所说的林译以及他人的长篇小说文
言译文外，受其影响的可能还应包括同时代以及稍
后时代的文言写作，比如鲁迅就曾经在１９１３年出
版的《小说月报》第４卷第１号发表文言小说《怀
旧》，其语言形式在不少方面与林译有很高的一致
性，比如既有“孺子勿恶作剧”这样的平白语句，也
有“渐展掌拍吾股使发大声如扑蚊”，这样在传统文
言中极难见到的复杂连谓句。

对林译的本体研究主要是描写，具体来说，应
当在两个方面求得“最大化”：

一是取材范围，是指应该把整个林译的一百多
部小说都容纳进来，进行全面的考察；二是内容范
围，应当进行全方位、全要素的研究，即应当涵盖语
言及其运用的各个方面。至于具体的研究原则，仍
然应当秉持“三个充分”，即充分观察、充分描写、充
分解释。这里的解释相对比较狭义，主要是尽可能
地考镜源流，回答译文中某一形式或用法“为什么
会是这样”的问题。

另外，还应特别强调进行对比和比较的研究，
具体而言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林氏创作与翻译文本的对比。此类对比
又可分为“向上”和“向下”两个视角；前者着眼于林
氏译文对其早期古文规范的突破，后者着眼于林译
对其后期文言创作的影响。具体而言，前一方面主
要取决于林纾本人对古文创作和文学翻译的不同
态度。林纾作为晚清桐城派代表古文家之一，“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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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古文，则矜持异甚！或经月不得一字，或涉旬始
成一篇；独其译书则运笔如风落霓转，而造次咸有
裁制”①。如此迥异的著、译风格及其背后的语言
观念，或可经由其著、译文本之间的对比分析加以
了解。后一方面，则主要取决于基于翻译语境的文
言自我调适。林氏为我国近代以文言翻译外国小
说成就最大者，其成就之一为译著数量之巨，从而
反映出其翻译行文之速：“予不审西文，其勉强厕身
于译界者，恃二三君子口述其词，余耳受而手追之，
声已笔止。”②尽管林氏坦言自己“不审西文”，但是
考虑到“耳受手追，声已笔止”的特殊翻译过程，其
“矜持甚异”的古文作法显然是难以胜任的。因此，
林氏在翻译过程中对传统文言进行了哪些必要的
“改造”，引进了哪些外来的（白话的或欧化的）表达
形式，以及长期的翻译实践对于其后期文言创作潜
移默化的影响都是非常值得关注的。

二是林氏翻译文本与同时代更具影响的“新文
体”的对比。无论是从林纾本人的翻译语言观念还
是从翻译语境的实际需求来看，林译的根本特征都
是突破了桐城派古文规范的限制，融入或杂入了不
属于传统文言的异质成分，进而成为一种具有较高
包容性和灵活度的文言；而这种文言形态恰好与梁
启超的“新文体”形成某种观照。梁氏１９２０年在
《清代学术概论》中曾经写道：“启超夙不喜桐城派
古文，幼年为文，学晚汉、魏、晋，颇尚矜炼，至是自
解放，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
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竞效之，号新文体。”③梁氏
自述的为文经历及后来的文体特征与林纾出身桐
城而后致力于翻译的过程存在颇多相似之处，从而
为两者之间的文本比较创造了前提。

二、林译语言的汉语史意义与价值

一段时间以来，我们主要从事百年汉语发展演
变的研究，其中清末民初是重要的一段。一则因为
迄今为止我们对这一时期真实的语言状况还所知

甚少，二则因为本阶段在汉语发展史上具有承前启
后的重要作用，所以我们一直呼吁学界重视本阶段
的语言，并给予更多的关注。

清末民初的语言存在于本阶段的各类文本中，

其中当然也包括各种翻译文本。翻译文本是源语
言与目的语言之间的桥梁，这一点深深地影响到语
言形式的取舍甚至创造，最终形成一种有浓厚“中
介”特点的语言样式。这样的语言样本与当时的社
会文化及思想意识等一样，也具有“驳杂”的特点，

并且对当时及后来的语言面貌、语言使用及语言的
发展变化等，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林译堪称清末民初文言翻译文本的代表，对它
的研究有巨大的汉语史意义和价值，以下从两个方
面进行讨论。

一是文言史研究的意义和价值。

早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吕叔湘提出重新划分汉
语史版图的设想，即把汉语史分成语音史、文言史
和白话史三大部分④。我们以吕先生的这一思想
为基础，提出了“新汉语史”的概念，首次明确了汉
语史的双线格局，即由白话史与文言史二史并存、

共同构成⑤，而在此前与此后，我们还对文言史进
行了较为系统的思考与阐述，主要包括提出依据、

自身内涵及特征，及其在汉语发展史上的地位与作
用，与现代汉语的关系，以及发展的脉络与线索
等⑥。在文言史中，清末民初的各种文言译本及创
作有着重要的地位与价值，这一方面来自与传统文
言有所不同的独特面貌，另一方面则来自在文言发
展历史上所具有的举足轻重的地位。

传统意义的文言其实是一个相当庞杂的集合，

其内部构成远非单一和匀质的。如果作一个比较
粗疏的划分，文言至少应该包括以下两种类型：一
是同质文言，即先秦时期定型化了的“正统”文言，

以及此后历代相沿袭用、基本保持了原有体貌格局
的模仿之作；二是异质文言，即与先秦典范相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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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较为明显的文本形式。异质文言是介于典型文
言和典型白话之间的过渡性文体，其形式之所以会
产生较大变化，主要是异质因素的掺入，比如口语
因素和外来语因素等。

林译语言正是言文分离之后、处于中西交流和
碰撞时期以欧化为显著特征之一的异质文言，因此
我们完全有理由把它视为文言史发展过程中一个
重要节点上的代表性语言形式。这样，对它的全面
剖析的意义和价值就远不止其语言形式本身，而是
具有很大的文言史乃至于汉语史的意义和价值。

就文言史而言，欧化文言处于其末端，代表和
反映了文言发展过程最后阶段的基本面貌，因此它
是整个文言史的重要一环，自然也是其重要的组成
部分，缺少了它，文言史就是残缺不全的，这是其
一；其二，欧化文言跟以前的正宗文言或仿古文言
相比相差不小，有人甚至认为，“作为正式语体的文
言文，到《新青年》时期，与传统文言相比早已面目
全非”①，“面目全非”或许是文学笔法，但差异确实
相当明显，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对于语言史及其
研究而言，差异就意味着发展，意味着变化。差异
越大，史的内涵就越丰富，研究的意义和价值自然
也就越大。

二是现代汉语史研究的意义和价值。
现代汉语史是我们提出的一个概念，我们把它

界定为以现代汉语的历史发展演变及其规律为研
究对象的、属于现代汉语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同时
也认为它是整个汉语史的一个组成部分②。对异
质文言，我们一直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即它在汉语
发展史上，特别是在现代汉语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
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它是由典型文言到现代白话
的重要通道或桥梁，换言之，它也是现代汉民族共
同语（特别是书面语）重要的直接来源之一。

上边提到，各种译本对当时及后来的汉语具有
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而这些影响如果用一个关键词
来表述的话，那就是“欧化”。何九盈认为：“欧化是

通过翻译文本实现的，是通过翻译家之手实现的。

翻译家、翻译文本对现代汉语的转向，对现代汉语
书面语的形式发展，关系极为密切。从这个意义上
我们可以说，现代书面语的发展过程，在相当程度
上是欧化的过程。”③倪海曙曾经从语言运用的角
度明确指出：“近三十年来，在祖国语文的表达方式
和方法上，起了重大影响的，是翻译作品和翻译文
章。在十几岁到五十几岁的人中，凡是能写文章
的，他们所写的文章，或多或少都受到翻译文的影
响，而且这种影响还要继续扩大和深入下去。这是
因为接触翻译文章和翻译作品，在过去、现在和将
来，都曾经是和将要是我们生活中的常事。”④

以上所说的翻译，主要是指白话翻译，而所说
的欧化，即所谓的“欧化白话”。其实，翻译文本，特
别是清末民初的翻译文本，还大量存在着文言翻
译，并且相应地也存在着“欧化文言”，而这两种语
言样式同样都是连接古代白话、传统文言与现代汉
语的桥梁与纽带⑤，所以应该受到同样的重视。然
而，现实的情况是：人们非常重视欧化白话及其研
究，对它在现代汉语的形成和发展中所起的作用给
予充分的肯定（类似上引何书、倪书中的表述可以
找到很多），而对于欧化文言，却概付阙如。

我们之所以提出“新汉语史”的概念，以及认为
汉语史由文言、白话二史共同构成，其实是基于现
代汉语史研究的需要。对现代汉语的历时发展演
变研究而言，一个首先要回答的问题就是它从哪里
来。客观地说，这个问题我们一直没有回答好，一
直没能给出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比如，一个普遍
的认识是现代汉语间接由古代汉语、直接由近代汉
语发展而来，所以人们较为普遍地接受和认同汉语
史三分（即古代汉语、近代汉语与现代汉语）的观
点。另外一个比较普遍的认识是，五四时期最终实
现了白话与文言的交替，文言正式退出历史舞台，

对此，很多人用的是“消亡”、“寿终正寝”之类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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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①。当我们带着上述认识来看现代汉语的时候，
却面临着一个巨大的困惑：为什么现代汉语里的文
言成分比近代汉语还多？吕叔湘曾就这一点指出：
“在现代汉语书刊里，文言成分，特别是利用文言词
素造成的新词，比《水浒传》和《红楼梦》里多得
多。”②这是一个事实（虽然我们至今对它的了解和
认识还远远不够），它促使我们对已有的认识和知
识进行反思，并最终产生了新的认识：其一，文言未
“死”，它仍然存在于现代汉语之中（只是在较大程
度上改变了存在形式与方式）；其二，现代汉语的产
生与文言的发展有密切关系。循着上述认识再深
入一步思考，我们最终提出新汉语史的概念，并且
认为现代汉语由白话史与文言史“二江汇流”而来，
它们之间的连接点，就是欧化白话与欧化文言。

基于以上认识，来看林译小说的语言及其研
究，它的意义和价值就在于能够进一步印证与支持
我们的上述结论，即抓住它的过渡性特征，寻找与
现代汉语之间的关联及一致之处。

三、林译语言特点例析

对林译语言，我们已经进行过比较全面的考
察，总的感觉和印象是，虽然基本架构是文言的，但
是作为“通俗／异质文言”的林译小说文本，相对于
先秦“正统／同质文言”以及唐宋仿古文言等的异质
属性在词汇和语法等方面均有充分的体现，它们之
间差异明显，而这些差异恰恰就是语言面貌独特性
的重要表现，同时也是它自身、并且在一定程度上
也是所有文言译本的共同特点。词汇方面前引钱
钟书的描述已经言其大概，以下再从语法方面略作
讨论。限于篇幅，我们主要以清光绪二十七年
（１９０１）翻译出版的《黑奴吁天录》（以下简称《黑
奴》）为语料，从词法与句法两个方面各取一点进行
考察、分析与说明。

词法方面，我们以连词“所以”为例。“所以”从
先秦文言沿用至今，但在不同时期其含义及用法并
不完全相同，甚至差异很大。

太田辰夫指出，在古代汉语中，“所以”具有同

它前面的体词以及它后面的谓词合在一起，构成一
个名词性词组，进而充当主语或宾语等句法成分的
作用。像现代汉语那样将“所以”放在主语之前的
用法始见于唐代③。向熹认为，在上古汉语中“所”
“以”常常连用，但最初一般只是词组，作为因果连
词的“所以”产生于晋代，齐梁以后逐渐增多，并进
一步指出“所以”用作连词的特点，是放在结果分句
主语之前④。尽管向氏与太田辰夫两种观点对因
果连词“所以”形成时间的判定有早晚之别，但从中
可以看出，典型的连词“所以”并不见于传统文言；

结合本文的考察结果来看，唐宋仿古文言以及桐城
派古文也基本未见“所以”的典型连词用法。

我们在《黑奴》中一共检索到２５个“所以”的用
例，可以大致分为以下三类：

第一类属典型的文言用法，亦即上古汉语的典
型词组用法，抽象式为“所以＋ＶＰ”，共３例，例如：

解而培曰：“如君之言，则吾所以处吾奴者
转不善耶？”（第一章）

第二类为上古汉语的非典型用法，多用于对事
件原因的解释，带有一定的过渡色彩，具体表现为
后句主语位于“所以”之前，抽象式为“ＮＰ＋所以＋
ＶＰ”，共２例。例如：

此种人生于地球之上，并未经开化，故成
此状。吾所以请老姊试之。（第二十章）

第三类与现代汉语的用法相同，即在因果关系
复句中表示结果或结论，用在后一分句开头，前一
分句往往用“因为”、“由于”等相呼应，抽象式为“所
以（＋ＮＰ）＋ＶＰ”⑤。此类数量最多，共２０例，如：

解而培夫妇商略发遣汤姆及海雷事，悲恻
咸不成寐，所以晨起较迟。（第六章）

珊亩曰：“吾家狗至夥，而出猎尤猛，所以
吾家庖野味绝多，均猎所得。”（第七章）

为了与传统文言中的一般使用情况相对照，我
们分别选择了四个点进行调查对比，即先秦的《左
传》，唐宋八大家的拟古文，以及时间略早于林译的
桐城派拟古文和略晚于林译的章士钊的政论文（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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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文）①。在《左传》中，一共检索到“所以”８４例，
都是与谓词或谓词性词组直接组合，从而形成体词
性结构的形式。唐宋仿古文言中一共检到１５５例
“所以”，基本也承袭了先秦文言的用法，但有个别
例外，例如：

予于仆碑，又有悲夫古书之不存，后世之
谬其传而莫能名者，何可胜道也哉！此所以学
者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之也。”（王安石《游褒
禅山记》）
按，此例的特别之处在于“所以”和谓词性词组

中间出现了体词性成分，这一点显然与先秦不同，
因此透露了一点文言发展变化的信息。

桐城派文选中一共检索到“所以”９３例，未见
明显有别于先秦文言的用法。章氏政论文中一共
有“所以”４６３例，总而观之，仅有２例为“所以＋
ＮＰ＋ＶＰ”式；然而结合前后语境来看，其“ＮＰ＋
ＶＰ”均非典型的“主体＋动作”式主谓结构②。

综上可知，林氏译文中“所以”的主要功能属于
现代汉语，用作典型连词，而如前所述，这种用法并
不见于先秦正统文言、唐宋仿古文言以及桐城派古
文，同时也不见于相对晚出的章氏政论文体，因此
可以看作林译相对于传统文言所具有的异质性的
一个典型例证。

句法方面，我们以“被”字句为例。
“被”原义为寝衣、被子③，而后引申出“覆盖”

的动词义，再进一步引申表示“施及”或“加于某上”
之义。对于“施及”或“加于某上”的受事而言，则意
味着“蒙受”或“遭受”，所以又进一步引申出这样的
意义④。例如：

天地大矣，生而弗子，成而弗有，万物皆被
其泽、得其利，而莫知其所由始。（《吕氏春秋·
贵公》）

犯颜色而触谏兮，反蒙辜而被疑。（《九叹·
怨思》）
后来的被动式中的助动词“被”正是源自上述

“蒙受”、“遭受”义系联动词性宾语（即“被＋ＶＰ”）
的用法；大约在汉末，“被”与动词之间开始有施事
者出现，而这就意味着一直沿用至今的典型“被”字
句（“被＋ＮＰ＋ＶＰ”形式）的产生。例如：

五月二十日，臣被尚书召问。（蔡邕《被收
时表》）

祢衡被魏武谪为鼓吏。（《世说新语·言
语》）⑤

“被”字句中施事者的出现，使得“被＋ＮＰ＋
ＶＰ”这一结构在功能上十分接近于传统的“为……
所……”形式，从而使两者之间的语用竞争成为一
种必然。

根据唐钰明的统计，“被”字句取代“为……所
……”式成为被动句的主流，是在唐代以后⑥，但这
着眼的是古白话而不是文言的使用情况。蒋绍愚
等指出，近代汉语的被动句式主要有十种，其中以
“被”、“吃”、“教”、“与”、“给”五种形式最具代表
性⑦。以上五种形式中，《黑奴》仅有“被”字句，均
由“被”字引进施事者并且谓语动词表受事成分之
遭遇，未见例外情况。为了进一步了解林译的实际
情况，我们扩大范围，调查了另外十部译作，共检到
相关用例２３５个，其中用于“被”字句的也仅有这一
种形式。这样的用例如：

君亦于明日遣意里赛行，勿令彼见其幼子
被人攫去。（第五章）

犹惜花之翁，见嫩蕊轻英，被逆风吹落水
面，虽极惜其不幸，而心中转形廓然。（第二十
六章）
以上二例中，动词后均有补语，特别是后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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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补语还比较复杂，而这样的形式基本不会出现在
典型的文言中。

进一步扩大调查范围后，我们还看到更加复
杂、因而更具林译特色的句子形式，例如：

老渔如被余搔其痒，则大笑，抚髀不止。
（《块肉余生述》第六十三章）
按，此例的复杂之处，是动词“搔”后另有宾语

“痒”，而为了明确这个宾语与主语“老渔”的领属关
系，又前加指示代词“其”。

以下一例的宾语更加复杂：
友哂曰：“良然，吾甚望君他日勿被人言为

马克故破其产也。”（《巴黎茶花女遗事》）
按，此例中“言”（说）后的部分均为其宾语，古

白话中似乎极少见到这样的用例，更不消说文
言了。

下例属于第二类“被”字句，即施事者处于宾语
位置上的无主语式“被”字句，这是古白话特有的一
种句式①，例如：

我与师父直走至十字街彩楼之下，可可的
被当朝公主抛绣球打中了师父。（《西游记》第
九十三回）

林译中类似的用法，例如：
且在三子之前，有必达商者博爱之心，施

及禽兽，竟被厥多纳人聚薪而焚之。（《离恨
天》第十章）
就此例与上例的比较看，上例动语部分“抛绣

球打中”是 Ｖ１＋Ｖ２，而此例的“多纳人聚薪而焚”
则是Ｖ１＋Ｖ２＋Ｖ３。像这样复杂的形式，既使在现
代白话中也不多见。

我们在《左传》中未见表被动的“被＋ＶＰ”句；
唐宋仿古文言中仅检索到２例“被＋ＶＰ”，未见典
型的“被＋ＮＰ＋ＶＰ”结构；桐城派文选中一共检到

５例“被＋ＶＰ”式，也未见“被＋ＮＰ＋ＶＰ”形式。章
氏文集中，共有“被”字句２１处，数量虽然不少，但
与林译有明显区别：林译主要是“被＋ＮＰ＋ＶＰ”
式，占比８４％；而章氏文集则以“被＋ＶＰ”式为主，
占比８６％。以上事实说明，在“被”字句的使用上，
二者有明显的差异：章文崇古，林译趋今。

实际上，除了以上两个项目，林译跟其他参照
对象相比，“趋今”取向明显、表现突出，在其他更多
方面，大致都有这样的表现，而这也正是其语言面
貌的一个重要的独特之处。

（责任编辑　宋媛　责任校对　宋媛　刘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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